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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是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企业，多年来依靠自主创新驱动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时代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通过数字化投入提升创新绩效。以中国航空装备制造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所产生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9年期间数字化投入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其中，知识能力和风险承担在企业数字化投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中起着中介作用，政府资助起到一定的调节促进作用。启示是，在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应综合考量数字化投入与其他因素的耦合作用机制，发挥其他一些因素的中介和调节作用，以优化改善企业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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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vi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s a knowledge-intensive high-tech enterprise, which has been driven by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or many year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pu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Avi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inpu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Avi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10 to 2019. Among them, knowledge capability and risk-taking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digital input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government funding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The inspiration is that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digital input and other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comprehensively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the intermediary and regulatory role of other factor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play,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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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装备制造业有“工业之花”之称，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能够辐射带动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在我国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航空装备制造业是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企业，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依靠自主创新驱动发展壮大，面对新时代建设航空强国的要求，航空工业在“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抓住数字经济的机遇，推进“数·智能力体系”建设。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1]，不断提高创新绩效是我国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当前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浪潮中，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投入和应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快速获取知识、管控创新风险、提升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创新绩效带来了新的动态机制。然而，数字化动能机制的发挥不仅仅是数字化投入的问题，实际上数字化投入只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的内涵“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意味着数字化投入须与其他因素相结合才能形成赋能效应。为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考察在航空装备制造业中，数字化投入与其他因素的耦合机理，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成果可为高科技企业通过数字化投入提升创新绩效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指导，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航空装备制造业发展与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针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在宏观角度，学者多从行业的角度研究创新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创新的影响因素;在微观角度，学者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绩效、政府主导机制和研发投资进行了探究。但是，已有的研究缺少数字化因素影响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最典型的代表，位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顶端，对整个产业链具有核心的带动作用，其创新绩效的提升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强大的辐射效应。因此，本文选取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投入对其创新绩效的综合影响。
（二）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中，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但是，大多数集中在数字技术、流程数字化等数字化成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尚未考查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的影响机制。此外，由于企业异质性导致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和机制有所不同[2]，因此，针对目前缺少对特定行业企业考察的现状，选定一行业企业对其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针对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学者们除了对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直接效应进行探究外，还对两者的中间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员工参与、网络中心度、数据共享程度、国有入股、个体遗忘程度、创业导向等因素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或调节作用。这表明在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间接作用机制，那么，在数字化投入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是否也存在着中间作用机制呢？知识是企业进行创新的基本来源[3]，数字化为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并整合吸收为组织的内部知识提供了帮助，数字化投入能否通过知识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此外，创新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企业的风险承担会对企业的创新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4]。现有文献聚焦于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单方面影响，但是，少有研究风险承担水平在数字化背景下对创新绩效的具体影响作用。政府对企业创新绩效也会产生影响[5]，尤其是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作为国家重点扶植的行业企业，不能忽略政府资助这一因素。探究政府资助在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中是否存在调节影响，可进一步明确数字化促进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边界条件，进而推动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bookmark: _Hlk75706459]综上所述，本文基于企业知识观和创新风险理论，以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数字化投入过程中，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政府政策的作用。研究问题主要包括：①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投入对其创新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②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知识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在其数字化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何种中介效应；③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政府资助在其数字化投入、知识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了什么样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通过把控数字投入方向以及影响因素以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投入、知识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企业中的运用也愈加深入。制造企业数字化是通过引进数字技术，实现生产、管理和销售等各个层面的数字化，将企业数据化，增强企业竞争力，以实现短期和长期利润增值的战略行为[6]，本质是通过投入大量资金引进数字技术，应对不确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波动[7]。
根据企业知识观，知识是企业进行创新不可缺少的资源[3]，企业的创新绩效取决于知识积累和知识的吸收转化[8]。在知识累积方面，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知识积累是其创新能力的基础，直接影响其创新产出[9]。企业的数字化投入通过投入资金引进数字技术,其具有可编辑性、可扩展性、开放性和关联性等特征[10]。在内部，这些特征打破组织各层级、各部门之间的隔阂，实现去中心化，能够使企业及时获取知识，快速适应新环境，同时保持竞争优势；在外部，这些特征加强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沟通交流[11]，企业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的专业知识基础，有利于优化创新成本、质量和速度[12]，以突破自身的资源约束，推进知识孤岛的相互连通。即数字化投入的增加帮助企业发展知识共享的路径[3]，消除个体、群体与组织之间知识交流的阻碍，促进组织学习，拓宽企业知识积累的深度和广度，企业运用于创新活动的资源增多，创新绩效因此上升。在知识吸收方面，新产品研发需要整合多领域专业知识，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新产品开发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13]。数字化投入帮助企业将获取的知识重组利用，转变为可用于创新活动中的创新资源。具体表现在，通过研发、生产等活动，企业将积累的内部知识和获取的外部知识吸收转化为创新成果，为企业带来切实的利益，数字化投入的增加为研发活动的进行提供技术上的协助，提升组织在各项活动中知识吸收的速度和质量，拔高企业对知识吸收转化的上限，企业创新绩效随之提升。此外，数字化与企业内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和营销等深度融合，其可重编辑性的特征使企业易于从电子渠道引入新产品和服务，或是有选择地从不同渠道推出新产品和服务[4]，将积累的知识吸收应用于商业终端，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促进其创新绩效
H2a: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知识积累能力在其数字化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H2b: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在其数字化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二）数字化投入、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绩效
根据创新风险理论，创新风险是指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项目本身的难度和复杂性，以及企业自身能力的有限性所导致企业创新活动中止、失败或达不到预期的经济指标的可能性[14]。首先，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面影响[15]。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增加，使企业对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的理解更为深刻。结合这些高效的信息捕捉和分析工具，企业对市场偏好和行为进行更精确、更深入的挖掘，加强供需两端的衔接[16]，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市场信息、技术信息，跟踪顾客需求、了解技术动态[6]，管理层对市场波动、竞争对手行为、替代技术等外部风险的掌握加深，从而弱化其风险规避倾向[17]，企业风险承担提升，有效保障企业的创新绩效。其次，作为备受中央和地方重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受相关产业政策影响极大。政策的不确定对制造企业的创新具有抑制作用[18]。数字化投入生产制造过程形成趋于模块化、柔性化的数字化生产模式能够快速进行调整[16]，减少政策变动带来的损失，企业风险承担意愿因此上升，决策层更倾向投资能带来高收益但高风险的创新项目，带动企业创新绩效上升。再次，项目本身也是产生创新风险的原因。数字化投入的增加可以降低项目本身的复杂性，表现在数字化投入增加，加强企业的信息交流与共享能力，提高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所带来的项目管理复杂性[15]，加快要素配置和生产协作，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其投资决策的保守程度[17]，使得企业创新绩效所受负面影响减少。最后，数字经济降低了企业的各项成本，极大提升了企业对生产风险的管控能力[19]。所以，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紧随数字经济，增加数字化投入，可以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在其数字化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三）政府资助的调节作用  
企业的创新投入是保证新产品研发项目进行与促进创新绩效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企业有时自身投入的资金并不足以支撑其创新活动，创新活动的连续性不能得到保障。此外，研发活动具有正外部性导致企业从创新成果中获得的个体效益低于社会效益[20]，企业无法达到最优的创新资源投入水平，其创新的积极性会降低。因此，政府需要对企业提供必要资助。特别是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其创新活动具有成本大、风险高、周期长等特点，研发难度高于一般企业，政府发挥作用尤为关键[5]。
在提升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方面，企业吸收能力与研发活动有关[21]，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杠杆效应，即政府资助刺激企业R&D投入，改善R&D投入资金的供给结构，从而，提高团队的知识吸收动机[22]，加快数字化对获取知识的利用重组的进程，并且使数字化与供应链管理、产品生产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深，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提升。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政府资助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对其知识吸收能力的促进作用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地，在数字化投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方面，第一，政府资助存在溢出性[20]，即政府资助将产生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扩大企业的知识存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增加数字化投入，完善企业数字化建设，加速将新知识进行整合、吸收和利用，从侧面刺激企业提升其知识积累和运用能力，更好地进行创新探索，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可能性。第二，政府资助降低企业内外部融资约束的程度[23]。对内，政府资助可以扩充企业内部的创新资金；对外，获得较高的政府资助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提升投资者对企业项目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投入的增加会助推资源的调配和重组[11]，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增加企业创新成功的可能性，推动企业创新绩效的上升。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b: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政府资助在其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文形成图1所示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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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bookmark: _Hlk75704791]本文以2010-2019年国内A股上市的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投入、知识能力、风险承担水平、政府资助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1.上市公司多为资本雄厚的企业，且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注重数字化建设，为研究提供了最好的样本；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严格，易获取可靠数据。考察期为2010-2019年是因为：2008年11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成立，这是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重要节点，考虑到市场的滞后效应，选取2010年为考察期开始年份，十年为期；此外，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颁布于2015年，各制造企业加快推进智能制造，2019年正好为该十年行动纲领实施的第5年。在对样本进行筛选后，最终获得24家样本企业，10年共计196个数据。
本研究从以下途径获得数据：企业数字化投入、知识能力、政府资助的数据来源于对外披露的年报；风险承担水平数据收集自CSMAR数据库，企业创新绩效的数据收集自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Inn)，用企业拥有的发明专利数表示。这与王海花等[11]选取的指标相同。由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时滞性[9]，本文用t+2年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表示创新绩效。
2.自变量。数字化投入(Dinput)，直接度量企业数字化投入较为困难，学者多采用信息化指标，或文本挖掘法衡量[6]。本文采用企业年报中披露的电子类设备资产和软件或信息系统的资产之和来测算，并对数字化投入进行对数化处理，以避免异方差的出现。
3.中介变量。知识积累能力（ACK）：目前，学术界没有定量测算知识积累能力的统一标准，参考池仁勇等[24]的做法，结合本文实际，采用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无形资产期末总额对企业的知识积累能力进行度量。并且为避免异方差的出现，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知识吸收能力（ACP）。学术界目前对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测算没有统一的标准，结合陈光华等[21]的做法与数据收集实际，本文采用企业研发强度来度量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以往研究常采用研发投入与产品销售收入之比、研发人员数与从业人员数之比表示[25]。本文采用研发投入与产品销售收入之比来表示。
风险承担水平(Risk)。通常采用两种方法衡量企业风险承担：盈利波动率和股票收益波动率[17]。本文采用股票收益波动率来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具体计算公式：Risk=Ln
其中，r表示股票周收益率，i表示第i个企业，t表示第t年，J表示一个会计年度内总周数
4.调节变量。政府资助(Gfunds)，借鉴陈钰芬等[22]在政府科技资助引导企业R&D投入的研究，采用企业获得的政府部门的资金来表示政府的资助水平。考虑到企业年报所披露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政府专项补贴、政府财政贴息和增值税返还的三项之和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助。此外，政府对企业的资助分为对过去项目、现在项目和未来项目的资助，本文按照政府资助的当期损益对政府资助进行折算。为避免异方差的出现，进行对数化处理。
5.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Age)，用企业成立的年限表示；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期末从业人员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表示；盈利能力，用资产收益率(ROA)表示；偿还能力，用资产负债率( DAR)表示；国有入股(State)，用国有股份占企业总股份的比例表示。其中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数据从CSMAR数据库获得，企业规模和国有入股的数据通过手动查阅企业披露的年报获得。
各变量的定义详情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取值方式

	因变量
	创新绩效
	Inn
	Ln(t+2年有效发明专利数+1)

	自变量
	数字化投入
	Dinput
	Ln(电子类设备资产+软件或信息系统的资产+1)

	中介变量
	知识积累能力
	ACK
	Ln(无形资产期末总额+1)

	
	知识吸收能力
	ACP
	研发经费投入/产品销售收入*100

	
	风险承担水平
	Risk
	Ln

	调节变量
	政府资助
	Gfunds
	Ln(政府专项补贴+财政贴息+增值税返还的当期损益+1)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Age
	企业成立年限

	
	企业规模
	Size
	Ln(企业期末从业人员数量+1)

	
	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00

	
	资产负债率
	DAR
	期末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国有入股
	State
	国有股份/企业总股份*100


（三）模型设定
本文建立以下模型来进行假设检验。
	H1:
	Inni,t+2=α0+α1Dinputi,t+αiConi,t+Ɛi,t
	(1)

	H2a:
	ACKi,t=β0+β1Dinputi,t+βiConi,t+Ɛi,t
	(2)

	
	Inni,t+2=δ0+δ1ACKi,t+δ2Dinputi,t+δiConi,t+Ɛi,t
	(3)

	H2b:
	ACPi,t=ζ0+ζ1Dinputi,t+ζiConi,t+Ɛi,t
	(4)

	
	Inni,t+2=ι0+ι1ACPi,t+ι2Dinputi,t+ιiConi,t+Ɛi,t
	(5)

	H3:
	Riski,t=κ0+κ1Dinputi,t+κiConi,t+Ɛi,t
	(6)

	
	Inni,t+2=μ0+μ1Riski,t+μ2Dinputi,t+μiConi,t+Ɛi,t
	(7)

	H4a:
	ACPi,t=σ0+σ1Dinputi,t+σ2Gfundsi,t+σ3Dinputi,t*Gfundsi,t+σiConi,t+Ɛi,t
	(8)

	H4b:
	Inni,t+2=γ0+γ1Dinputi,t+γ2Gfundsi,t+γ3Dinputi,t*Gfundsi,t+γiConi,t+Ɛi,t
	(9)


[bookmark: _Hlk101861708][bookmark: _Hlk101861737]其中，模型(1)检验假设H1，即探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2)~(5)检验假设H2a和H2b，探究知识能力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其创新绩效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模型(6)和(7)检验假设H3，探究风险承担水平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模型(8)和(9)分别检验假设H4a、H4b，探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政府资助在其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之中的调节效应。模型中的变量定义如下：Inn为企业创新绩效，Dinput为数字化投入，ACK为知识积累能力，ACP为知识吸收能力，Risk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Gfunds为政府资助，Con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DAR)和国有入股(State)。α0、β0、δ0、ζ0、ι0、κ0、γ0、μ0、σ0、υ0为常数项，Ɛ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2和表3分别报告了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数字化投入、知识能力、风险承担水平、政府资助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统计结果。变量数字化投入的均值为17.23，最小值为13.90，表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对数字化建设较为重视；知识积累能力的均值为18.74，最大值为21.51，说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知识积累能力较强；知识吸收能力的均值为7.223，最大值为62.70，说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每年研发费用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高，作为技术密集型企业重视企业内部的创新研发活动。而关于政府资助、企业设立年限、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和国有入股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在政府支持度、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此外，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投入、知识积累能力、知识吸收能力、风险承担水平、政府资助和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最大为0.641。
表2 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Variables
	N
	mean
	sd
	min
	max

	创新绩效Inn
	196
	93.520
	132.300
	0
	654

	数字化投入Dinput
	196
	17.230
	1.106
	13.900
	20.220

	知识积累能力ACK
	196
	18.740
	1.118
	15.730
	21.510

	知识吸收能力ACP
	196
	7.223
	6.847
	0.170
	62.700

	风险承担水平Risk
	196
	-0.751
	0.399
	-1.573
	1.227

	政府资助Gfunds
	196
	16.240
	2.388
	0
	19.010

	企业年限Age
	196
	16.320
	4.785
	1
	29

	企业规模Size
	196
	8.013
	1.208
	3.045
	10.580

	资产收益率ROA
	196
	6.139
	7.521
	-43.390
	23.780

	资产负债率DAR
	196
	41.790
	18.500
	8.530
	79.970

	国有入股State
	196
	40.060
	19.400
	0
	79.480


表3 相关性
	[bookmark: _Hlk101861895]Variables
	创新绩效
Inn
	数字化投入Dinput
	知识积累能力ACK
	知识吸收能力ACP
	风险承担水平Risk
	政府资助Gfunds
	企业年限Age

	创新绩效Inn
	1
	
	
	
	
	
	

	数字化投入Dinput
	0.292***
	1
	
	
	
	
	

	知识积累能力ACK
	0.128*
	0.641***
	1
	
	
	
	

	知识吸收能力ACP
	0.384***
	0.133*
	-0.092 
	1
	
	
	

	风险承担水平Risk
	0.384***
	0.258***
	0.212***
	0.236***
	1
	
	

	政府资助Gfunds
	0.336***
	0.220***
	0.259***
	0.156**
	0.164**
	1
	

	企业年限Age
	-0.097 
	0.132*
	0.314***
	-0.126*
	-0.001 
	0.063 
	1

	企业规模Size
	0.269***
	0.531***
	0.692***
	-0.035 
	0.197***
	0.177**
	0.255***

	资产收益率ROA
	0.297***
	0.150**
	-0.086 
	0.074 
	0.075 
	0.044 
	-0.215***

	资产负债率DAR
	0.009 
	0.234***
	0.511***
	-0.451***
	-0.027 
	0.100
	0.408***

	国有入股State
	0.182**
	0.389***
	0.357***
	-0.240***
	0.074 
	-0.009 
	-0.157**

	
	
	
	
	
	
	
	

	
	企业规模Size 
	资产收益率ROA
	资产负债率DAR
	国有入股State
	
	
	

	企业规模Size
	1
	
	
	
	
	
	

	资产收益率ROA
	-0.061 
	1
	
	
	
	
	

	资产负债率DAR
	0.389***
	-0.245***
	1
	
	
	
	

	国有入股State
	0.493***
	0.186***
	0.239***
	1
	
	
	


注：*** P<0.01, ** P<0.05, * P<0.1
（二）直接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Stata15.0来检验模型(1)，即数字化投入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4中的(1)所示。模型(1)涉及变量为Inn、Dinput、Age、Size、ROA、DAR、State，其结果表示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投入与其创新绩效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α1=18.129，P<0.1)，说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增加数字化投入可以有效提升其创新绩效，得以验证假设H1。此外，从模型(1)结果中控制变量的系数，可以得到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与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正相关关系，企业年龄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知识积累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分别如表4中的(2)、(3)所示。在表4的(1)中，数字化投入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α1=18.129，P<0.1)，表4的(2)中数字化投入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知识积累能力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β1=0.393，P<0.01)。同时，在表4的(3)中，数字化投入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δ2=27.304，P<0.01)，且知识积累能力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显著相关。根据温忠麟等[2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知识积累能力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2a得以验证。
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的检验运用模型(1)、模型(4)和模型(5)来进行，模型(4)和模型(5)的结果分别如表4中的(4)、(5)所示。根据表4中(1)的结果，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又模型(4)的检验结果(4)中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促进作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ζ1=1.839，P<0.01)，同时，在模型(5)的检验结果(5)中，知识吸收能力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ι1=9.306，P<0.05)，而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根据温忠麟等[2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知识吸收能力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2b得以验证。
模型(1)的检验结果可知，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显著(α1=18.129， P<0.1)，结合模型(6)和模型(7)的检验结果表4中的(6)、(7)，对风险承担水平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4中(6)中数字化投入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κ1=0.081，P<0.05)，表4中(7)中风险承担水平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μ1=100.478，P<0.01)，而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根据温忠麟等[2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风险承担水平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3得以验证。
表4 数字化投入、知识能力、风险承担水平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1)
	(2)
	(3)
	(4)
	(5)
	(6)
	(7)

	Variables
	创新绩效
Inn
	知识积累能力ACK
	创新绩效
Inn
	知识吸收能力ACP
	创新绩效
Inn
	风险承担水平Risk
	创新绩效
Inn

	数字化投入
	18.129*
	0.393***
	27.304***
	1.839***
	1.019
	0.081**
	10.038

	Dinput
	(1.86)
	(6.64)
	(2.64)
	(4.16)
	(0.10)
	(2.54)
	(1.08)

	知识积累能力
	
	
	-23.367**
	
	
	
	

	ACK
	
	
	(-2.00)
	
	
	
	

	企业年限Age
	-4.194**
	0.012
	-3.918**
	-0.100
	-3.266**
	-0.003
	-3.868**

	
	(-2.56)
	(0.74)
	(-2.43)
	(-0.92)
	(-2.14)
	(-0.61)
	(-2.43)

	企业规模Size
	31.341***
	0.359***
	39.725***
	0.992**
	22.107**
	0.057
	25.662***

	
	(2.91)
	(5.22)
	(2.97)
	(2.47)
	(2.14)
	(1.49)
	(2.81)

	资产收益率
	4.931***
	-0.007
	4.775***
	-0.031
	5.221***
	0.002
	4.748***

	ROA
	(3.20)
	(-1.13)
	(2.99)
	(-0.43)
	(3.56)
	(0.35)
	(3.76)

	资产负债率
	0.112
	0.015***
	0.457
	-0.181***
	1.799**
	-0.002
	0.330

	DAR
	(0.27)
	(4.37)
	(1.09)
	(-10.54)
	(2.40)
	(-1.41)
	(0.83)

	国有入股State
	-0.664*
	-0.002
	-0.700**
	-0.116***
	0.416
	-0.002
	-0.487

	
	(-1.97)
	(-0.41)
	(-2.05)
	(-3.23)
	(1.00)
	(-0.99)
	(-1.46)

	知识吸收能力
	
	
	
	
	9.306**
	
	

	ACP
	
	
	
	
	(2.30)
	
	

	风险承担水平
	
	
	
	
	
	
	100.478***

	Risk
	
	
	
	
	
	
	(4.72)

	Constant
	-409.974***
	8.394***
	-213.836
	-18.374***
	-238.983*
	-2.389***
	-169.971

	
	(-2.95)
	(10.00)
	(-1.24)
	(-3.16)
	(-1.80)
	(-5.32)
	(-1.16)

	Observations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r2_a
	0.176
	0.641
	0.186
	0.318
	0.331
	0.061
	0.258

	F
	5.938
	67.680
	5.362
	24.340
	7.340
	3.390
	9.566


注：*** P<0.01, ** P<0.05, * P<0.1
（四）调节效应检验
通过Stata15.0检验政府资助在数字化投入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数字化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即对模型(8)和模型(9)进行检验，结果分别如表5中的(8)和(9)所示。在模型(8)的检验结果(8)中，政府资助与数字化投入的交互项(DinputGfunds)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知识吸收能力关系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σ3=0.268，P<0.1)，说明政府资助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知识吸收能力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H4a得以验证。在表5的(9)中，政府资助与数字化投入的交互项(DinputGfunds)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γ3=11.713，P<0.01)，说明政府资助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H4b得以验证。
为了更加直观地显示政府资助的调节作用，绘制调节效应图。从图2可以看出，在政府资助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政府资助更高(higher Gfunds)时，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正向作用更强(σ3=2.305，P<0.1)，在政府资助低(lower Gfunds)时，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正向作用较弱(σ3=1. 023，P<0.1)。从图3可知，政府资助更高(higher_Gfunds)(+SD)时,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γ3=38.62, P<0.01)，政府资助低(lower_Gfunds)(-SD)时,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较弱(γ3=17.32, P<0.01)。                            
表5 政府资助的调节效应检验
	
	(8)
	(9)

	Variables
	知识吸收能力ACP
	创新绩效Inn

	数字化投入Dinput
	-2.696
	-179.564***

	
	(-1.06)
	(-4.25)

	政府资助Gfunds
	-4.300
	-187.934***

	
	(-1.57)
	(-3.79)

	数字化投入&政府资助交互项
	0.268*
	11.713***

	DinputGfunds
	(1.73)
	(4.19)

	企业年限Age
	-0.121
	-5.128***

	
	(-1.13)
	(-3.14)

	企业规模Size
	1.012**
	32.318***

	 
	(2.35)
	(3.18)

	资产收益率ROA
	-0.041
	4.491***

	
	(-0.57)
	(3.18)

	资产负债率DAR
	-0.177***
	0.280

	
	(-10.14)
	(0.71)

	国有入股State
	-0.111***
	-0.434

	
	(-3.06)
	(-1.17)

	Constant
	54.184
	2 758.065***

	
	(1.25)
	(3.78)

	Observations
	196
	196

	r2_a
	0.334
	0.281

	F
	21.44
	6.793

	注：*** P<0.01, ** P<0.05, * P<0.1





图2 政府资助在数字化投入与知识吸收能力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图

图3 政府资助在数字化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图
五、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问题
内生性问题来源于测量误差、遗漏变量偏差和反向因果。本文最有可能因为反向因果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使回归分析结果有所偏误。具体来说，一方面，数字化投入会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知识能力强大、风险承担水平高，创新绩效优的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也可能会更重视企业的数字化建设，加大数字化投入。因此，数字化投入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知识能力、风险承担水平或创新绩效之间可能会构成双向因果关系。
本文在探究变量关系的过程中采用了两种方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首先，在模型中引入多个控制变量控制企业的异质性；其次，考虑到企业创新活动的时滞性，将所有自变量设置两年的滞后期。由于企业当期的创新绩效一般不会影响到前几期的研发强度[27]，因此，降低了反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二）替代指标检验
本文对知识吸收能力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度量指标进行改变，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已有研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衡量还常采用是否有新产品或服务、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申请量之和[25]。本文采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申请专利之和作为替代指标；参考已有的研究用研发人员数与企业从业人员数之比作为替代指标衡量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21]，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替代变量回归检验结果表明1)，数字化投入能够有效促进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创新绩效，且知识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政府资助正向调节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综上，替代指标回归结果与主检验结果一致，即假设H1~H4依然成立。
（三）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
前文采用了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26]，分析出知识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在数字化投入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中介效应显著，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通过Bootstrap500次循环，数字化投入、知识能力、风险承担水平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6~8所示，其中，_bs_1为间接效应，_bs_2为直接效应。表6中_bs_1系数显著，且在90%的置信水平下，置信区间为[-20.466 820,-1.270 948],不包括0，表明间接效应显著，即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增加会通过提升其知识积累能力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H2a得到进一步验证。表7中_bs_1系数显著为正，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下，置信区间为[8.037 894,  40.613 360]，不包括0，表明间接效应显著，即通过加大数字化投入，提高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H2b得到进一步验证。表8中_bs_1系数显著为正，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下，置信区间为[1.523 953,16.280 980]，不包括0，表明间接效应显著，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增加数字化投入可以促进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使企业创新绩效得到提升。H3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6 知识积累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Observed
	Bootstrap
	
	
	Normal-based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_bs_1
	-9.174 736
	5.067 212
	-1.81
	0.070
	-19.106 290  
	0.756 816 

	_bs_2
	27.304 060
	10.778 930 
	 2.53
	0.011
	6.177 755
	48.430 370

	
	Observed
	
	Bootstrap
	[95%  Conf. Interval]

	
	Coef. 
	Bias
	Std. Err.
	

	_bs_1
	-9.174 736 
	-0.835 159  
	5.067 212
	-20.466 820
	-1.270 948
	(P)

	
	
	
	 
	-19.595 250
	-0.358 037
	(BC)

	_bs_2
	27.304 063
	1.180 768
	10.778 926
	8.170 622  
	50.929 340
	(P)

	
	
	
	
	5.914 611  
	47.843 130
	(BC)



表7 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Observed
	Bootstrap
	
	
	Normal-based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_bs_1
	17.110 000
	8.612 609
	1.99
	0.047
	0.229 594 
	33.990 400

	_bs_2
	1.019 324  
	10.435 190  
	0.10
	0.922 
	-19.433 270
	21.471 920

	
	Observed
	
	Bootstrap
	[95%  Conf. Interval]

	
	Coef. 
	Bias
	Std. Err.
	

	_bs_1
	17.109 998
	2.466 437
	8.612 609 
	8.037 894
	40.613 360
	(P)

	
	
	
	
	6.893 506
	39.793 660
	(BC)

	_bs_2
	1.019 324
	-2.073 497
	10.435 191
	-24.931 940
	16.329 460
	(P)

	
	
	
	
	-18.475 940
	22.707 500
	(BC)



表8 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Observed
	Bootstrap
	
	
	Normal-based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_bs_1
	8.091 663
	4.011 851  
	  2.02
	0.044
	0.228 580
	15.954 750

	_bs_2
	10.037 660
	9.547 543  
	1.05  
	0.293
	-8.675 178
	28.750 500

	
	Observed
	
	Bootstrap
	[95%  Conf. Interval]

	
	Coef. 
	Bias
	Std. Err.
	

	_bs_1
	8.091 663 
	-0.122 728 
	 4.011 851
	1.523 953
	16.280 980
	(P)

	
	
	
	
	1.931 047
	18.149 600
	(BC)

	_bs_2
	10.037 663
	0.809 442 
	9.547 543 
	-7.466 321  
	31.178 110  
	(P)

	
	
	
	
	-8.271 767
	29.024 920
	(BC)


注：_bs_1表示r(ind_eff)，_bs_2表示r(dir_eff)，(P)表示percentile confidence interval，(BC)表示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bookmark: _Hlk75705597]本文以企业知识观和创新风险理论为基础和指导，从特定行业研究的视角，将2010-2019年国内A股上市的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知识能力、风险承担水平、政府资助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丰富了影响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研究的内容，得到以下结论。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提高能够促进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创新绩效；构建数字化投入——知识能力和风险承担——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框架，研究表明知识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在数字化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机制中起着中介作用，回答了“数字化如何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这一问题，有助于了解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此外，将政府资助纳入到研究框架中，得出政府资助会正向调节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政府资助高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对其知识吸收能力、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增强，政府资助低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对其知识吸收能力、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会减弱，明晰了数字化投入作用于企业知识能力与创新绩效的边界条件。替代指标检验和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二）实践启示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得出以下实践启示。①航空装备制造企业通过加大加深数字化投入，积累企业知识存量和提高企业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力的能力，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在企业内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应当抓住数字化发展的红利。具体来说就是融合数字化与企业的生产、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让数字化投入扩展企业知识积累的深度，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在企业外部，通过加强数字化投入，加快企业数字建设与企业外部相关企业、科研组织的交流，扩宽企业知识积累的广度，并且利用数字化加快实现外部知识的转化整合，在研发活动中将知识吸收为组织进行创新的内部资源，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②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应当增加数字化投入以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使决策层的偏好风险较高的创新项目，达到提升创新绩效的目的。企业通过将数字化与创新风险防控管理相结合，降低创新活动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项目本身的难度和复杂度和企业本身能力有限性所导致的创新风险，进而减少决策者创新投资的保守性，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③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应当把握自身所处行业的政府重视程度优势，发挥政府资助的杠杆效应，同时警惕政府资助的挤出效应，避免产生路径依赖性，利用数字化完善R&D资金配置，激励研发团队进行创新活动。拓展政府资助产生的关联性知识溢出，助推数字化投入对知识吸收能力和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进而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对于政府资助较高的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利用政府资助这一优势，在获得关联性溢出的同时，进一步利用企业数字化来将知识转化为创新资源，保障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对于其他获得政府资助较少的中小型企业，可以学习政府资助较高企业的经验，通过数字化投入来将这些经验吸收整合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
（三）研究局限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①选取A股上市的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对其他行业有无借鉴作用，还有待探究。未来可以选取其他行业的企业进行研究，以丰富该方面的研究。另外，上市企业多为资金雄厚的大中型企业，未来可进一步探究其他类型企业，如中小型企业的研究结论与本文结论是否有出入。②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战略新兴行业企业，其研发活动较为特殊，保密程度较高，向外界披露的数据并不能完全对其创新活动进行有效反应。未来可以通过问卷调查、企业访谈等形式探究其创新活动。③本文在探究数字化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影响时，主要从企业内部视角出发，未考虑数字经济背景下宏观环境的改变，如区域数字建设水平、国家大数据发展等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在未来可进一步拓展。

注释：
1) 篇幅有限，本文替代指标检验结果不在文中陈列，如有需要请向笔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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